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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蓝皮书

可持续海洋经济高级别小组成立于2018年9月，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斐济、加纳、印度尼西亚、
牙买加、日本、肯尼亚、墨西哥、纳米比亚、挪威、帕劳和葡萄牙14个国家的现任政府首脑组成，旨在政策、
治理、技术和金融等方面推动大胆、务实的海洋解决方案，支持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扎实推
进海洋的保护及其可持续开发利用。

通过与政府、专家和利益相关者的合作，该高级别小组致力于制定快速向可持续海洋经济转型的路
径图，并期待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其影响。它下设专家组和顾问组，并在世界资源研究所设立秘书处。该秘
书处主要负责推进相关议程、分析数据、沟通协调及调动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2018年以来，该高级别小组通过委托全球顶尖专家学者编写一系列蓝皮书，探讨海洋可持续经济发
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这些蓝皮书总结了技术、政策、治理和金融等领域关于海洋创新解决方案的最新科
学进展和思考，有助于推进海洋的繁荣与可持续发展。本蓝皮书是该高级别小组于2019年–2020年间发
表的16篇系列蓝皮书之一，本文提出了将创造价值与保障生态系统健康相结合的海洋综合管理。通过梳
理、归纳美国、挪威、珊瑚大三角区、塞舌尔和中国（厦门）5个国家/地区开展海洋综合管理实践的成功经
验和教训，总结现有政策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套实践海洋综合管理的步骤和指导原则，并阐明
加快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行动契机。

本蓝皮书的观点不代表可持续海洋经济高级别小组、联合国海洋事务特使或秘书处的立场。

本蓝皮书建议引用格式： Winther, J-G., M. Dai, et al. 2020. Integrated Ocean Manage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Available online at www.oceanpanel.org/blue-papers/integrated-ocean-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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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受可持续海洋经济高级别小组（下文简称“高级别小组”）委托，我们组织了全球70多位业内顶尖专

家学者共同编写了一系列蓝皮书，旨在探讨可持续海洋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高级别小组通过筛选选定
了16个主题，希望通过深化对这些主题的科学认识，提出未来行动方案。为此，我们召集了16个国际专家
小组分头完成。每篇蓝皮书的出版都经过反复修订和同行评议，并共同总结了技术、政策、治理和金融等
领域关于海洋创新解决方案的最新科学进展和思考，意在助力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并推进海洋的繁荣
与可持续发展。

这一系列蓝皮书不仅为高级别小组开展相关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也为其最终提交的综合
报告提供了核心信息。据此，高级别小组拟于2020年底前提出一套完整的行动建议方案，并力争得到各
国政府的政治认可或支持承诺。

不断发展壮大的海洋经济为未来创造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显而易见，人类不断加速开发海洋、气
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和污染加剧等带来的影响，使海洋承受的压力与日俱增；获取短期经济利益与
维系长期健康繁荣海洋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因此，海洋综合管理作为一种管理工具，不仅为如何科学
利用海洋资源列出了诸多选项，还为如何权衡其中利弊以确定优先次序提供了一套评估方法。本蓝皮书
概述了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已建立的海洋综合管理框架，总结现有政策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一套实践海洋综合管理的步骤和指导原则，并阐明加快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行动契机。

作为可持续海洋经济高级别小组专家组的联合主席，我们要向作者、审稿人和秘书处致以最诚挚的
谢意；同时也非常感谢高级别小组的卓越远见，使我们有机会开展此方面的研究。我们希望各方都能准
确把握机遇，果断采取行动。

专家组联合主席

Jane Lubchenco
博士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  

Peter Haugan
教授、博士
挪威海洋研究所

Mari Elka Pangestu
博士
印度尼西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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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 健康、富饶、富有韧性的海洋生态系统是海
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目前，人类
社会的发展对食物、能源、交通和休闲的需
求日益强劲，各式大规模社会经济活动给海
洋带来了巨大压力。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
性锐减和污染加剧则进一步放大了这些压
力。尽管国际社会对此已有所警觉，并在某
些方面取得了若干进展，但人类开发海洋的
模式总体上正沿着十分错误的方向发展。若
不改变，海洋所面临的问题必然日趋严峻。

	� 	有效管理涉海活动，并解决诸如气候变化带
来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但这些努力还不足
以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系
统的解决方案。因此，海洋综合管理至关重
要。

	� 海洋综合管理在全球范围内已有广泛实践，
累积了丰富经验，并摸索出了多种管理模
式，形成了一套可用于指导成功实践的方
案。这些成功经验共同体现了开展海洋综合
管理所需的六个关键要素，即：掌握并充分
运用最佳科学知识、建立良好的公私伙伴关
系、全面调动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加强能
力建设、有效执行并落实相关规章制度、制
定灵活有效的适应性管理方案。

	� 强化对海洋的科学认知对于指导海洋综合
管理至关重要。加强海洋科学知识需要通过
持续的海洋观测，及时将观测数据转化为科
学认知，服务于各类用户。此外，全面掌握
并利用好传统海洋知识也是强化对海洋科
学认知的重要途经。因此，我们特别敦促决
策者充分发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
洋学委员会等国际机构的优势，以联合国“
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2021-
2030）”为契机，加强海洋科学研究，促进海
洋科学与其它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助力全
球海洋科学事业的发展。

	� 	私营企业是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体。应
鼓励各涉海企业通力合作，共同制定海洋经济可
持续发展行为准则。例如，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的
《可持续性海洋商业行动纲要》规定了海洋企业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指导方针，部分大型涉海企
业已签署了该公约。这不仅为涉海企业的合作提
供了平台，还有助于政府与涉海企业间建立跨界
伙伴关系，确保海洋综合管理的顺利开展。

	� 	各方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并承担相关责任是
成功实施海洋综合管理的另一个关键。在实施海
洋综合管理的各个阶段，政府应以透明、公开的方
式，综合考虑当地科学、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背
景，建立良好的参与机制，全面调动各方利益相关
者以主人翁的心态参与综合管理。

	� 	任何国家都需要因地制宜地开展海洋综合管理。
因此，能力建设是在全球开展海洋综合管理的关
键。现有实践表明，有相当一部分国家科学研究基
础能力薄弱，相关能力建设严重不足。据此，现已
开展海洋综合管理的国家/地区应大力推动经验交
流，通过区域合作提升能力建设。

	� 	现有海洋治理体系的最大不足之一在于未能有效
执行现有的国际公约及协定。海洋综合管理制度
的建立，不仅要科学拟定规划，还需要有执行力。
因此，各国须确保国际公约和协定的有效执行。此
外，对于管理公海人类活动的法律法规，应以同样
的标准严格执行。

	� 	气候变化是海洋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这也同
时凸显了海洋是一个高度动态变化系统的显著特
征。因此，全面统筹的适应性管理尤为必要。例如，
以当下的认知建立海洋保护区而未动态考虑未来
气候变化的影响，其海洋保护成效必定欠佳。所以
海洋治理必须与时俱进，在充分认识气候变化科
学的基础上，动态审视海洋环境变化及其与人类
的相互作用，并将适应机制作为海洋综合管理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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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海洋经济活动规模空前增长，如何在保

持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环境保护，已
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议题。1982年制定的《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突显了这一议题的重
要性，并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基本框架（United 
Nations，1982）。工业革命、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
来，人类对海洋的需求日益强劲，具体涉及食物供
给、能源开发、交通运输和休闲等社会经济活动。
这不仅使传统涉海产业蓬勃发展，海洋新兴产业
也不断涌现，但也给海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以及各类环境污染
则进一步放大了上述胁迫。因此，我们亟需以综合
的、基于生态系统和科学的方法管理海洋，以平衡
短期经济利益的获取与海洋长期健康繁荣的维
系之间的关系。由此，海洋综合管理（Integrated 
Ocean Management，IOM）应运而生。

海洋综合管理通过统筹协调各类海洋开
发活动，实现社会及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
展。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专家学者提出，应
以综合的方式管理海洋生态系统及其资源（如
Underdal，1980），这种观点在当今不同层面的
海洋治理实践中已被广泛认可。然而，现有的海洋
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如知识能力不足、法律体系
有待完善、管理执法力量薄弱、跨部门协作效率低
下、部门冲突管理机制缺失等问题。

海洋综合管理以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为目
标，通过统筹协调各类海洋开发活动，平衡海洋保
护和开发利用，在维持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韧
性的同时，支撑民生及就业。因此，海洋综合管理
要求政府、企业、学术界和民间等各方涉海利益相
关者（具体包括石油、渔业、水产、航运、旅游、采

矿、可再生能源和环保等）通过积极参与、共同协
作，为可持续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及海岸带资源
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这里提及的“海洋”，既指大
洋，也指近海/海岸带。海洋综合管理的职能不仅包
括通过空间规划科学地平衡各方利益、促进环境
友好型经济发展、保护海洋生境及生物多样性，还
包括减少陆源污染以保护海洋和海岸带资源，避
免并减少海平面上升、变暖、缺氧、酸化、风暴强度
变化等带来的不利影响。海洋综合管理是一个动
态的决策和管理过程，即在原有政策和实践的基
础上，基于生态系统，结合气候变化及现实条件，
不断改进现有管理措施，以期实现既定目标。目
前，我们已有一系列的综合管理工具（包括划区管
理）可用于实现上述目标。

本蓝皮书旨在梳理不同层面的海洋综合治理
框架，归纳现有框架设计和执行存在的问题，并以
美国、挪威、珊瑚大三角区、塞舌尔和中国（厦门）
五个国家/地区开展海洋综合管理为例，总结成功
开展海洋综合管理的经验和教训。虽然这五个全
球案例有很好的参考意义，但也应认识到，海洋综
合管理能否成功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条
件。因此，能力建设和因地制宜对于在全球范围内
有效开展海洋综合管理至关重要。

总体而言，本蓝皮书不仅阐述了海洋综合管
理的概念及其重要内容，提出了全球海洋治理框
架，还讨论了在专属经济区内和国家管辖范围外
区域开展海洋综合管理的问题；探讨了全球海洋
综合管理面临的挑战和成功的关键因素，并分享
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实践案例；最后提出应把握
良好的行动契机，以海洋综合管理为抓手，推进海
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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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栏列举、解释了若干海洋综合管理的常见术语，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海洋综合管理的内涵。它们
都是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工具，但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实践活动的开展，这些术语在不同语境下含义
或许不同。因此，它们不一定能够替换使用，但又常常交叉使用，故应予以厘清。

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

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EBM），也称为“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是“一种以特定生态系统、群落或自然资源
的健康、富饶及韧性为核心的自然资源管理方式”(Domínguez-Tejo等，2016)。作为一种管理手段，它在综合
考虑整个生态系统内外相互作用（包括生态系统内部及其与人之间的交互）的基础上，推动跨部门的统一规
划、综合管理与统筹实施。与以往那些仅关注单物种、单部门、单事件的管理方法不同，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
充分考虑了各生态系统要素间的关联性和连贯性，同时也将不同因素的复合影响纳入决策。因此，它对海洋
综合管理至关重要。具体而言，该管理手段具有以下特点：

	� 强调对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关键过程的保护；

	� 明确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相互关系，并确认目标物种或关键生态系统服务与其它非目标物种之间
相互作用的重要性；

	� 确认各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如海-陆-气之间的联系；

	� 全面考虑生态、社会、经济和管理体制的优劣及特点，强调彼此间的紧密相关性；

	� 重点关注某一特定生态系统及与其相关的人类活动。

海岸带综合管理

海岸带综合管理（ICZM，又称为ICM）是“以实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为目标，以综合手段管理近岸水域的
过程”（Katona等，2017）。

海岸带综合管理覆盖了海岸带管理的全过程，包括信息收集、规划、决策、管理和实施。该管理手段不仅
要求各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通力合作，也要求保证目标措施的一致性、不同政策的协同性、跨部门的协调
合作以及陆海统筹等。

专栏 1：海洋综合管理、相关规划及管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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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空间规划

海洋空间规划（MSP）是“一种地理空间安排，用于识别不同海洋空间的资源禀赋及其适宜的开发方式”。
本质上而言，海洋空间规划与可持续海洋经济规划相似，均是围绕“如何可持续利用海洋及其资源以促进社
会经济发展”而展开。

21世纪初，海洋空间规划将海岸带综合管理领域拓展到海洋空间。它旨在明确不同海洋空间的资源条
件及其用途的基础上提供一个管理框架，最大限度减少涉海部门间的冲突，保持海洋环境的良好状态。近
年来，海洋空间规划已逐渐得到各方认可。它不仅可以提出更合理的海洋空间使用方案，协调各类活动，还
平衡了海洋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目前，海洋空间规划广泛应用于制
定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目标和实施方案（Katona等，2017），并具有以下特点：

	� 以生态系统为基础，通过平衡生态、经济与社会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

	� 综合协调跨部门、跨机构、跨管理层级的活动；

	� 以某一特定区域为工作对象；

	� 可适用于不同条件，且方法可在实践中不断改进；

	� 以战略性、前瞻性的眼光谋划未来发展；

	� 强调各利益相关者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

海洋适应性管理

海洋适应性管理是指“在原有政策和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学习，持续改进现有政策和管理措施，以实现既
定目标的系统化过程”(Katona等，2017)。该管理方法可以从生物、化学、物理、社会经济等因素全面了解“海
洋是一个高度动态变化的系统”这一特质。此外，通过定期检视、更新现有管理方案，提高突发事件的应急响
应，适应性管理能较好地应对主客观条件的变化。

专栏 1：海洋综合管理、相关规划及管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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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区管理（含海洋保护区）

划区管理是海洋管理的重要工具，可应用于上述各类管理手段。海洋保护区（MPA）是“通过法律或其他
有效途径获得认可，对于某一有明确边界的地理空间开展长期保育，并获得相应生态系统服务和文化价值
的方法”（Oregon State University等，2019）。划区管理措施在某些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是单独制定的，
是一种保护海洋自然及文化资源和管理人类用海活动的管理工具。

在海洋管理实践中，若只单独管理海洋保护区，而未考虑其周边区域资源开发利用活动所带来的负面
影响，特别是过度捕捞、生境破坏、气候变化与海洋污染等，海洋保护区的生态系统将十分脆弱，保护成效
较低。因此，在海洋综合管理系统中，应将近海区域（包括物种、栖息地、陆地和海洋景观）的保护纳入到更
大空间范围的发展战略中综合考虑。

专栏 1：海洋综合管理、相关规划及管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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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海洋综合管理？

本章将概述全球海洋综合管理框架。全球范
围内的海洋治理以沿海国家[尾注1]200海里专属经
济区（EEZs）的管辖权为基础。故需经相关法律授
权，管理机构（往往是多个）才有权限管理其专属
经济区及其毗邻海域。虽然分部门而治的管理模
式有助于提高效率，但却给执法监督与跨部门协
调带来挑战，进而限制了综合管理的实现。因此，
海洋管理实践中必须明确并协调各涉海管理部门
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同时填补因没有明确的管理
主体而存在的管理“真空”。此外，鉴于海洋面临的
压力与日俱增，在管理中考虑人类开发利用海洋
活动所产生的复合影响日益重要。

海洋综合管理可提高人类可持续开发与管理
海洋资源的能力，确保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生
产力和韧性不受人类活动影响。海洋生态系统给
人类带来了诸多利益，如供给、调节、文化和支持
等方面的生态系统服务，具体包括气候调节、病
虫害控制、营养循环、初级生产、文化特性、灵感
和娱乐等。因此，有关管理部门应考虑如何有效
评估、监测、管理海洋空间这一复杂的自适应系统
（Lubchenco等，2016）。据此，全面调动政府、学
术界和各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对实现上述目
标尤为重要。综上所述，本蓝皮书认为，各利益相
关者的参与、充分利用科学知识和提高能力建设
是有效开展海洋综合管理的关键。

2.1 全球海洋治理框架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类对自然资源和海洋
空间的需求日益强劲，全球海洋治理也发生了显
著的变化。经各方充分商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又称“海洋宪法”，下文简称“《公约》”）于1994年
生效，由此奠定了全球海洋治理的基石（United 
Nations，1982）。《公约》开宗明义地提出“海洋领
域的各类问题都是彼此密切相关的，需将它们放
在一起统筹考虑”。该公约旨在建立一个海洋法律
秩序，以促进国际交流，和平、公平、有效地利用海
洋资源，保护海洋生物资源，研究、保护并养育海
洋环境。截止至2019年，该《公约》已有168个缔约
国。《公约》的实施受联合国大会监督，联合国大会
每年都会通过有关海洋和《公约》的决议，处理与《
公约》执行有关的一系列问题。

《公约》为海洋治理建立了一个全球法律秩
序，并据此规定了沿海国拥有200海里专属经济
区和200海里外大陆架自然资源的管辖权（见图
1）。倘若大陆架延伸到200海里以外，则需根据大
陆架界限委员会的建议，确定沿海国的外部边界。
此外，《公约》还规定国家管辖范围外深海海床区
的矿产资源是人类的共同财产，由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代为管理。国际海底管理局目前还负责为
深海矿区制定区域环境管理规划。国际海洋法法
庭则是解决争端的若干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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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挪威极地研究所 Anders Skoglund 制图， 2020。

图 1.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定义的各类海洋区域

为进一步落实《公约》，联合国已分别商议深
海海床矿物（United Nations，1994）与渔业（United 
Nations，1995）的具体实施协议。后者要求以预警
原则（precautionary approach）管理渔业活动，并
在公海渔业管理方面开展区域合作。国家管辖范
围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
题已成为日益引起国际社会重视的新问题，联合
国大会为此特设了工作组，开展第三项执行协定
的谈判，主要涉及海洋遗传资源包括惠益分享问
题、划区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等措施、环境影
响评价以及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相关管理
机构也参与了具体议题的讨论，如国际海事组织
（IMO）主要负责全球航运业的监管，故其通过一
些国际协定，具体规定了与环境、业务和劳工有关
的行业标准，推进上述工作。

在渔业方面，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
通过的协定为《公约》及1995年《鱼类种群协定》
的执行提供了新的管理依据，主要涉及了渔业

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打击相关非法活动的必
要性，如2009年通过的《关于港口国预防、制止
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措施协定》
（FAO，2009）。区域合作对于公海跨境渔业资源
的管理十分重要，已有约20个区域性渔业管理机
构为此开展了国际合作。

此外，与污染和气候变化有关的法律文书，如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
性公约》（1992年）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的区域海洋计划，也都在各自的领域为各种环境
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在全球层面，海洋科学的国际
合作以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和联合国大会
为主展开，同时也在一些区域性协调机构中持续
推进，如国际海洋勘探理事会（ICES）和北太平洋
海洋科学组织（PICES）。

随着海洋开发利用活动的增加、海洋承受压
力的不断增长，人们越来越关注海洋生态系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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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累积复合影响，这一点在《公约》中也有体
现。尽管世界各国已经采取多种手段试图解决这
些问题，但貌似仍不足以应对日趋严峻的各种挑
战，如生物多样性锐减与海洋塑料污染等。此外，
若干次全球峰会（如2012年里约热内卢峰会及其
宣言《我们期待的未来》）都强调了未来的海洋管
理需要全面考虑各类海洋开发活动造成的总复合
影响。

联合国大会关于评估海洋环境状况的《世
界海洋评估》（经常评估程序）在其第一次报告
（United Nations，2015）中总结如下：

除非我们对所有影响海洋的人类活动进行统

一管理，否则海洋的可持续利用就无法实现。与

海洋的总体规模相比，人类对海洋的影响已不再

微不足道。我们迫切需要采取统筹协调的综合手

段，全面考虑各种压力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

及其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

事实上自1999年以来，联合国大会关于海洋
和《公约》的年度决议就已经持续关注并努力解决
这些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全球范围内海
洋管理的统筹协调。其中，2018年的联合国大会决
议在其序言中提到：

......涉及海洋的各类问题彼此密切相关，需

要通过综合、跨学科和跨部门的方法从整体上加

以考虑，并依照《公约》改进国家、区域和全球

各级协调合作机制，支持并促进各国为促进执行

并遵守《公约》、海洋综合管理及可持续发展所

付出的各项努力。

作为推进和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2000-2015）》的后续行动，联合国大会于2015
年通过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并将其作
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部分，附
有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任务和时间表。其中，有相

当一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海洋相关，如可持续
发展目标第14项（SDG14）“水下生物”就是专门针
对海洋的。这一目标的提出，为促进海洋可持续发
展的具体行动以及推动海洋治理部门的深入融合
提供了契机。

然而，全球海洋治理框架的实施显然还有许
多不足之处。例如：某些地区的受污染程度仍很高
（主要是来自毒素、营养盐和塑料的污染）；世界
上约三分之一的鱼类资源仍遭过度捕捞，且非法
捕捞依旧严重；海洋日益受到人为二氧化碳排放
量不断增加的影响（如海洋变暖、酸化与缺氧）。由
于科学知识的匮乏、管理架构的不完善、规章制
度的执行不力，沿海国家履行现有保护和开发海
洋的权利与义务的能力有限，人们逐渐意识到提
高机构能力建设是加强海洋治理的关键因素。因
此，能力建设成为讨论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议题，
也是联合国大会及其附属机构（如联合国粮农组
织和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议程的重中之重。此
外，2005年发布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于2019年
发布的评估报告，呼吁人们更多地关注生物多样
性及其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海洋综合管理可以跨部门、跨行政辖区、跨空
间范围实施。在具体实践中，海洋综合管理可在不
同尺度上通过不同形式开展。例如：在国家管辖范
围内海域，开展因地制宜的海洋综合管理；在区域
海域或洋盆尺度上，开展跨管辖区的分部门管理；
在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如深海海地区），开展国
际海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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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在探讨如何通过海洋综合管理促进维
系海洋健康、富饶和韧性，以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开展海洋综合管理面临
的挑战及其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本章强调，需依
当下条件、政府意愿、现有数据和社会价值设计、
调整综合管理的具体方案。此外，对分部门而治的
海洋管理实践而言，高效的跨部门合作及协调机
制是对其的有益补充。

随着海洋空间利用需求的空前增长，现代海
洋治理日趋复杂。因此，我们需加强各部门间及其
与各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Klinger等，2018）。
在一些国家，因原有的体制机制造成海洋管理条
块分割的问题由来已久。此外，国家内部及其与周
边地区的协调机制也不完善。这就使得我们难以
清楚解释经济发展、环境和管理变化对海洋生态
系统造成的复合影响（包括长期的累积效应）。只
有集合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的共同政治意愿，才
能突破上述制度障碍。为了实现人类和自然资源
的共同利益，必须建立一个明确的机制用于协调
部门管理、加强国家内部及国际合作，推进海洋的
综合管理。据此，采取适应性管理方法有助于识别
并完善海洋综合管理的关键指标。此外，我们现有
的关于海洋的数据和知识飞速增长，这将大大提
高开展海洋综合管理的可行性。

3.1 海洋综合管理的成功要素

鉴于不同区域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挑战和社
会制度均不尽相同，加之区域特征依赖度高，海洋
综合管理都是因地制宜的。但不论海洋综合管理
的法律基础如何，实践经验表明以下要素都非常
重要：

• 在某一特定的背景下了解现有机构的部门
架构、权责范围和监管责任；

• 基于现有最佳科学知识与数据评价生态环
境现状及未来演变趋势，开展以持续收集海洋数
据为目标的科学研究与监测方案；

• 掌握并评估各项用海活动具体信息及其发
展趋势，包括各方利益冲突和未来各类项目产生
的累积复合影响；

•  各方涉海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上述这些海洋综合管理要素必须通盘考虑，
经有机融合后才能真正有效发挥海洋综合管理的
作用。但应注意的是，每一项海洋综合管理规划都
应综合考虑当地具体情况，不可盲目地“一刀切”。
各地不同的管理体制和挑战也从另一方面突显了
地区能力建设的重要性，特别是收集并有效利用
海洋数据，将其转化为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的能
力。

3.1.1 制度结构

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有助于指导如何在国家
内部或国家间实施海洋综合管理，为明确制定跨
部门海洋管理和长期发展目标而服务。然而，这种
法律架构体系在多数情况下并不完善。因此，往
往需要通过其它方式弥补其不足，如通过解释现
行法律，建议采取综合管理手段，有助于推动海
洋综合管理。具体可操作的方式有：在现行的法
律中增加相关条款、发布行政命令、或其它有效
机制等。在区域层面上，欧盟（EU）制定了《2008
年海洋战略框架指令》（European Union，2008）。
这项法律文书为欧盟成员国的海洋规划提出了框
架和要求，要求各成员国在2021年前实现“保持

3. 如何实施海洋综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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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处于良好环境状态”的目标。另一个例子是美
国的马萨诸塞州。该州制定了《2008年海洋法案》，
为海洋规划提供了权威指导（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2008）。在管理规划制定过程中，
该法案还为遴选科学和政策咨询委员会代表提供
指导。

通过重新解释或补充现有法律、或其它途径
（如行政命令和指令），可树立海洋综合管理的权
威，但关键点在于如何有效地实现跨部门协调。荷
兰通过重新解释现行法律，成立了一个涵盖各相
关部门（包含国防、交通、公共工程、水资源管理、
经济事务和环境）的机构——北海跨部门协商委
员会，主导海洋综合管理规划的制定（Douvere和
Ehler，2009）。美国罗德岛州则与联邦政府合作，
在《海岸带管理法》（CZMA）的授权范围内重新定
义该州“海岸带资源管理委员会”的职责，并采用
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原则，自行制定了一项海洋
规划。该规划得到了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AA）海岸带管理办公室的批准，并通过《海岸
带管理法》中的联邦一致性条款，提升了罗德岛州
政府在联邦水域管理上的影响力。

再者，在现行法律中增加条款不仅可奠定海
洋综合管理的权威性，还有助于阐明如何制定一
个更全面、更系统的管理机制。比如可在新增的法
律条款中，增设若干新用海类型并配套制定相关
规定，然后再将海洋综合管理作为未来新用海类
型必须采取的管理模式，以此推动综合管理的落
地实施。为了充分考虑各类用海活动的复合影响，
亦可在新增法律条款中将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列为
未来海洋管理的强制性要求。因此，有必要增加法
律规定的管理措施，证明综合管理的方法可为各
部门带来显著收益和积极成果。

此外，行政命令同样可以为统筹管理提供框
架，在阐明海洋综合管理更高层次目标的基础上，
要求相关监管机构或规划主体配套制定具体的管
理目标。美国采用的就是通过发布行政命令开展
海洋综合管理的模式。总统通过发布行政命令，要

求联邦机构与各州政府和部落首领协同合作，在
整个专属经济区范围内的每个大型海洋生态系
统制定区域性海洋规划（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2010；Lubchenco和Sutley，2010）。该行
政命令的管理目标是保护并恢复一个健康、富饶
且有韧性的海洋生态系统。目前，东北与大西洋中
部两个地区现已顺利完成区域海洋规划，正在实
施中。挪威的海洋综合管理实践是以行政命令推
动海洋综合管理实施的另一案例。其海洋综合管
理规划建立在以下信息基础之上：全面掌握并评
估海洋生态系统状况、识别有重要生态价值的区
域和生态脆弱区域、为包括石油产业的用海活动
设定开发利用约束条件等（Norwegian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2006）。这些具体内容将在第四
章中深入讨论。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并
非“万能灵药”。当非法活动频发或执行能力不足
导致现实状况与法律体系之间产生矛盾时，预期
的管理目标将无法达成。

3.1.2 科学知识的运用

目前，仍有许多国家不具备足够的海洋监测
和研究能力，故其缺乏执行国际治理框架所需的
知识基础。《2017年全球海洋科学报告》明确指出，
不少国家都缺乏开展海洋治理工作的基本科学能
力（IOC-UNESCO，2017）。因此，提高这些国家收
集海洋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数据，并将其转化为
监管措施的能力至关重要。如今，新技术革命已经
彻底改变了往常政府监控海上非法行为的模式。
现在只要通过公开的地图资料，全球渔业观测站
就能够实时跟踪海上各类渔业活动。这说明技术
革新和透明化管理可极大地改进现有管理手段，
促进可持续管理。若将其拓展应用于海上执法或
有效诉讼，则可发挥更大的作用。

有效开展海洋综合管理的关键之一还在于，
采用系统的方法培育并提升能够满足当地实际管
理需求的科学能力。因此，能力建设仍应摆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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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首位。国际海洋勘探理事
会（ICES）在北大西洋的实践案例表明，区域性解
决方案确实能发挥效用，因为区域合作不仅可有
效整合管理资源，还可促进各方交流管理经验。
例如，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
（2021-2030）”就是一个促进海洋科学发展及其
应用的最佳契机和平台。它旨在构建一个共同的
框架，确保海洋科学能够全力支撑各国所采取的
可持续海洋管理行动，支持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扎实推进海洋的保护及其可持续开发
利用。

此外，现有的海洋知识也极为重要。我们不仅
需要加速发展新科技，也需要充分利用好现有及
历史资料，因为数据的缺乏不应成为当下行动的“
绊脚石”。因此，在海洋综合管理决策过程中，需要
有明确的机制确保最终决策是基于现有最佳科学
知识。关于如何处理管理中数据缺乏的问题，已
有大量的文献可供参考，例如渔业管理在解决这
方面问题就有很多实践经验（Pilling等，2008）。另
外，将传统知识有机融入海洋管理全过程也是非
常重要的。目前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海洋综
合管理过程中，在及时更新数据信息的同时，动态
管理海洋环境。

3.1.3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在地方层面规划海洋管理，特别是在发展中
国家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应特别注意综
合考虑当地的环境、社会、经济和体制机制等各方
面的特性。如通过吸纳当地传统知识可有效调动
社区参与的积极性，有助于制定适宜的海洋综合
管理策略。诸多实践已证明，在地方层面开展有效
的社区参与可对海洋综合管理的全过程产生积极
的影响。然而，即便制定了全面的实施计划，具体
执行仍有诸多限制。此外，如何将地方层面的管理
扩展到更高一级的管理层面（如区域、国家或者某
一适宜的生态尺度）非常重要，但也非常困难，因
为这本身就需要耗费一定的间和资源（见图2）。

再者，在海洋综合管理范畴内，特别重要的是
如何调动全球、国家或地方相关涉海企业的积极
性，全程参与综合管理。目前已有几种不同的参与
模式，如近些年涌现的若干涉海企业自发合作，以
促进彼此可持续发展。另外，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
通过《可持续性海洋商业行动纲要》制定了海洋产
业可持续发展原则和指导方针，各大型涉海企业
均表示认同并纷纷签署。

正如本蓝皮书后续案例实践所表明的那样，
尽管成功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会因不同的当地环
境而存在差异，但从本质上而言，各方利益相关者的
积极参与始终是成功海洋综合管理的核心要素。

3.2 “集体协调安排”实践案例：国家
管辖范围外区域的海洋综合管理

全球海洋治理框架的法律空白阻碍了国家管
辖范围外区域（ABNJ）海洋综合管理的实施。为实
现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BBNJ）
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联合国启动了拟定一份新
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进程，该文书被视为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第三个执行协定，旨在为
处理包括公海保护区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议题提供
法律依据（Gjerde等，2019）。

《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OSPAR）
委员会和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NEAFC）之间
的“集体协调安排”（collective arrangement）实
践，是在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成功实施区域综合
管理的少数案例之一（NEAFC和OSPAR，2014）。
这项“集体协调安排”旨在促进相关国际组织在区
域管理层面开展合作，以实现东北大西洋海洋资
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2010年，《保护东北大西
洋海洋环境公约》委员会在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
建立了全球第一个海洋保护区网络。但是，该委员
会并没有既定权力可制定有法律约束力的措施，
管控该区域内诸如渔业、航运及未来深海海底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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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等各项人类活动。与此同时，东北大西洋渔业
委员会作为该地区的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已在
相关地区实施禁渔，以保护当地脆弱的海洋生态
系统（Kvalvik，2011）。缘由于此，这两个区域性国
际组织都接受了国际海洋勘探理事会（ICES）的
建议，经双方协商统一，就区域性管理措施达成
一致意见。此外，为了促进该地区未来的协调与
合作，《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委员会和
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建立了“集体协调安排”
机制，具体包括缔约方之间的定期会晤、交流相
关信息及活动、邀请包括国际海事组织（IMO）和
国际海底管理局（ISA）在内的其它国际组织参与

（Ásmundsson和Corcoran，2015）。

目前，该机制的作用已经彰显。尽管因缺乏其
它管理机构的参与而有些不完整，但它仍为东北
大西洋新公海海洋保护区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协商
机制。“集体协调安排”机制并未改变当前东北大
西洋区域性管理框架中现有的各项法律。相反，它
是从纯粹的行业集中管理向海洋综合管理转型迈
出的第一步。该机制可为其它地区同类议题的解
决方案提供参考，并可为制定新的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生物多样性（BBNJ）养
护与可持续利用协定谈判提供新的思路。

注：基于生态系统和科学知识的海洋综合管理是可持续海洋经济的保障，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是其关键。
资料来源：挪威海洋与北极研究中心，2019。

图2. 生态系统是海洋综合管理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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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海洋综合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在维持健康海洋
生态系统的同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满足人类
需求的海洋开发类型多种多样，包括渔业、石油和
天然气开采、航运、军事、采矿业与休闲活动等。
这些海域资源的竞争性使用导致了海域使用者
之间及海域使用者与环境之间的冲突不断（Tuda
等，2014）。在充分利用海洋新兴产业创造的新
机遇的同时，应维持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并最大限度缓解各方冲突。这已逐渐成为各国政
府管理海洋资源及空间的关注点和行动出发点
（Gustavsson和Morrissey，2018；Domínguez-
Tejo等，2016）。

海洋空间规划是可持续海洋管理的新兴模式
（Douvere，2008；Domínguez-Tejo等，2016），
也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途径。海洋空间
规划旨在摒弃传统的以单部门管理为重点的思
路，转向统筹考虑、全面利用海洋空间的系统方法
（White等，2012）。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框
架内，海洋空间规划可为海洋产业及相关部门创
造最佳营商环境，提高投资者对经济发展潜力的

信心。尽管该措施在公平性上仍有待商榷，但若忽
视生态系统目标，不适当调整发展计划并开展实
时监测，未来可能会引发更剧烈的用海冲突或更
剧烈的生态退化。作为一种管理工具，海洋空间规
划为各种不同的用海活动科学合理地分配海洋空
间，以减少冲突，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
展。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是海洋空间规
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包括：海洋生态系统内部
的功能关系和过程、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带来的利
益分配、适应性管理实践、多管理层面的措施、以
及跨部门合作等内容（Douvere和Ehler，2009）。
这一方法与现行分部门而治的管理模式形成了鲜
明对比。尽管目前全球已有66个国家开展了海洋
空间规划，但其中仅有22个国家的规划得到了政
府批准和支持（Santos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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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海洋综合管理实践案例
本章将通过阐述若干精选案例，比较海洋综

合管理在全球不同地区（包括珊瑚大三角区、塞舌
尔、挪威、美国和中国）实施目标、管辖类型和管理
规模等方面的差异（见图3），从中总结海洋综合管
理取得成功的共性因素，如全面收集关于当地生
态系统和人类活动的信息数据、因地制宜开展海
洋综合管理的必要性、海洋生态系统累积复合影
响的评估机制等。

4.1 珊瑚大三角区和塞舌尔的海洋
综合管理 

热带近岸生态系统（如红树林、海草床和珊瑚
礁）是海洋中最具多样性和生产力的生态系统之
一，也最容易受气候变化影响。有众多利益相关
者，尤其是沿海的低收入居民，都高度依赖于该生
态系统所提供的各项产品和服务。因此，提高该生
态系统的韧性，以维持其提供直接或间接产品和
服务的能力，是所有海洋管理的核心。

本节以珊瑚大三角区（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所罗门群岛及东帝
汶六个国家的热带海域构成）和塞舌尔为例，探讨
了海洋综合管理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即
如何以适应气候变化为核心，通过建立海洋保护
区和实行渔业管理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目标。

4.1.1 珊瑚大三角区的环境保护和渔业管
理案例

海洋保护区（MPA）的规模跨度很大，有小型
的、地方的、社区的，还有国家级、区域性和跨国
界的。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海洋保护区都

是由当地居民（尤其是小规模的渔民团体）进行
管理。虽然这些海洋保护区的规模都很小，但它
们的生态位却非常重要（Horigue等，2012；Mills
等，2010）。目前，开展海洋保护区所面临的主要问
题是，人们通常认为海洋保护区为的是保护者的
单方利益，而非人类的共同利益。这种自上而下的
管理模式高度依赖于法律法规，忽视了地方社区
居民的力量，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当地民众保护海
洋的参与。但若海洋保护区仅以自然为中心，得不
到当地民众的支持，则当地的渔业复苏将遥遥无
期。因此，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以综合的手段开展
海洋保护，如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海洋空间规划
或海洋功能分区等。尽管如此，划区管理仍是热带
地区发展中国家（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平衡环
境保护与渔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为使其发挥最大
功效，应将海洋保护区纳入更大范围的海洋空间
规划和海洋功能分区之中（Agardy等，2011）。

从有效性来看，许多小型海洋保护区鱼类生
物量的改善情况，包括一些重要功能种群的恢复，
均表明地方层面的实践也能实现保护目标。例
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部分海域针对石斑鱼种
群开展了基于社区的海洋保护区实践。五年后，
保护区内石斑鱼的繁殖规模比非保护区高出十倍
（Hamilton等，2011）。另一项关于鱼类生物量的
研究表明，在菲律宾32％的海洋保护区中，鱼类
的预测生物量都达到或超过了预测的最大持续产
量（MSY）（McClanahan等，2015）。但进一步研究
（Muallil等，2019）也指出，海洋保护区邻近海域
的生物量则低于其最大持续产量。这表明，仅靠地
方管理的小型海洋保护区存在短板，无法有效协
调管理整个区域的珊瑚礁渔业。尽管目前基于社
区的海洋保护区对当地渔业资源的影响有限，但它
仍有效改善了当地的社区渔业（Maliao等，2009）。
由此可见，海洋保护区模式的确可以带来社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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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本文所有作者。

图 3. 海洋综合管理五个实践案例分布图

益，社区也应积极地参与其中。因此，需要积极推
广海洋保护区对当地的正面影响，维持并逐步扩
大地方社区的参与规模及其参与程度。

从区域角度来看，海洋保护区是《珊瑚礁、渔
业和粮食安全的珊瑚大三角区倡议》（CTI-CFF）
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倡议确立了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所罗门群岛和东

帝汶六个国家之间的政府间合作伙伴关系，旨在
共同维护海洋和近海资源，解决粮食安全、气候变
化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等问题。倡议成员国通过区
域联合行动，同步实施国家行动计划，从地区和国
家两个层面体现具体实施成效。因此，对于以保护
环境和促进当地渔业发展为目标的国家而言，海
岸带综合管理的核心是建立海洋保护区及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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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大三角区倡议区域行动计划（CTI）具体包括下列目标及指标：

目标1：划定并有效管理“重要海洋景观”

•     指标1：划定“重要海洋景观”，制定完整的投资计划及其优先次序；

•     指标2：对所有“重要海洋景观”中的海洋及海岸带资源进行可持续管理。

目标2：充分利用基于生态系统的原则管理渔业和相关海洋资源

• 指标1：建立一套健全的法律、政策和规章制度框架，为实现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EAFM）提供 
     保障；

•	 指标2：基于新发起的沿海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脱贫倡议（COASTFISH），致力于解决沿海当地居民的收    
    入、生计和粮食安全等问题；

•	 指标3：保护金枪鱼的产卵区及其幼鱼的生长，实现金枪鱼种群的资源共享和可持续利用；

•	 指标4：对观赏性珊瑚礁鱼类开展更有效的管理，推动可持续贸易。

目标3：划定海洋保护区并有效管理

•	 指标1：建立覆盖珊瑚大三角区所有区域的海洋保护区网络，并全面运作。

目标4：制定适应气候变化措施

•	 指标1：根据沿海海洋、海岸带和小岛屿的生态环境系统，制定并实施适应气候变化的早期行动计 
     划；

•	 指标2：建立并全面运行适应海洋和沿海气候变化国家卓越中心网络（COEs）。

目标5：改善受威胁物种的生存状况

•	 指标1：改善鲨鱼、海龟、海鸟、海洋哺乳动物、珊瑚、海草、红树林和其它已证实受威胁的物种的现状。

     资料来源：珊瑚大三角区倡议，2019。

专栏 2：珊瑚大三角区倡议区域行动计划（CTI）的目标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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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区域行动计划（RPOA）遵循了以下原则：
开展综合管理、调动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通过
多级管理机制执行行动计划、充分了解岛屿生态
系统的独特性、易碎性和脆弱性。区域行动计划的
具体内容包括：围绕五个目标分别成立五个工作
组开展工作；设立政府财政资源专项工作组，负责
监督和评估；成立其它委员会，如区域领导人论
坛、女性领导人论坛、地方政府网络，负责跨领域
能力建设；邀请国际合作伙伴为维系珊瑚礁、渔业
和粮食安全的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为支撑系统性保护规划，珊瑚大三角区已在
更大尺度的海洋空间规划和管理框架下制定保护
区网络规划指南，以解决生物多样性保护、渔业
管理、适应气候变化及海岸带管理等问题（Green
等，2014）。地理空间数据库及其数据分析可为不
同尺度的规划提供信息，并为改进决策提供科学
支撑（Asaad等，2018，2019）。如国家行动计划通
过多部门合作，为实现区域目标提供支持。每个成
员国都有与其改进自身海洋管理方案相一致的行
动计划。

4.1.2 塞舌尔的气候变化适应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积小、地处偏远、环境风
险大，常常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气候变化就是
其中最复杂、最多面化和最严重的威胁。基于生态
系统的气候变化适应措施（EBA）已成为一项重要
的解决方案，有助于在国家或社区范围内改善、维
持生态系统健康，以适应气候变化。和其它国家一
样，塞舌尔的海洋空间规划也被用于支撑基于生
态系统的海洋管理。

塞舌尔率先实施了全球首例的“海洋自然债
务”项目（ocean-based debt-for-nature swap），以
保护海洋和适应气候变化。该协议要求塞舌尔政
府承诺在其140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范围内
开展海洋空间规划，不仅要前瞻性考虑气候变化

带来的影响及当地适应性问题，还要将其30%的
海域划为保护区，以促进蓝色经济的发展和实施
相关国家战略。该计划由塞舌尔环境、能源和气候
变化部领导，大自然保护协会（TNC）负责规划及
推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全球环境基金
（GEF）通过资助塞舌尔环境项目参与其中。方案
资金则源自包括大自然保护协会和其它慈善基金
会等机构在内的慈善捐赠和发行的蓝色债券。

塞舌尔设计了高效的多方参与机制。海洋空
间规划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来自各个涉海部门以及
半官方机构，并设有公共研讨会和信息分享会，专
门用于收集关键部门（包括商业捕鱼、旅游和海洋
租赁、生物多样性保护、可再生能源、港口管理局、
海上安全和不可再生资源等）的参与情况（SMSP 
Initiative，2019）。整个项目已于2014年2月启动，
将在2020年12月结束。塞舌尔海洋空间规划的分
区框架具体包括：中高度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可持
续利用区和多用途区。

现有的海域使用图绘制于2014年—2015年
间，曾为划定新海洋保护区的规划方案提供基础
信息。但值得注意的是，塞舌尔海洋空间规划是
政府主导的“适应气候变化债务”项目（Debt-for-
Climate-Change-Adaptation swap）的组成部分。
塞舌尔生态保护和气候适应信托基金于2016年11
月启动，旨在为本国的适应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
项目提供资金，也为将来实施塞舌尔海洋空间规
划提供部分资金。

与塞舌尔不同的是，其它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虽然没有政府主导的综合性海洋空间规划，但也
有与适应气候变化相关的、基于生态系统管理和
空间规划方面的实践。但由于缺乏政府主导，这
些实践鲜有成功。这表明，除了各利益相关者的
参与之外，强烈的政治意愿及资金保障也是不可
或缺的。例如，在太平洋中部岛国实施自上而下
的海岸带适应措施常常都会失败，这是因为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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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沿海社区通常都拥有传统土地、岛屿和海
岸带土地的使用权，且基本通过传统方式进行治
理（Grantham等，2011）。为了充分调动地方社区
参与的积极性，太平洋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方案是
在与社区民众充分讨论后制定的。传统的适应性
措施（如应在不可预测的气候事件下保证粮食安
全）被纳入气候变化适应性规划，这样有助于促进
社区参与、提高公众意识。此类海洋空间规划通常
都是小规模的，一般通过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方
式让社区民众参与整个规划管理过程。Mercer等
（2012）的研究表明，在加勒比地区，基于生态系
统的适应性理论和实践并不一致，这是因为适应
气候变化规划是以区域的海岸带生态系统为中心
的，而非整个生态系统。此外，考虑小岛屿国家陆
地和海洋的连通性尤其重要。如何将当地的实践
与国际经验相结合，因地制宜地制定适应性策略
仍是挑战（Mercer等，2012）。

4.1.3 挑战和经验

目前，热带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国家正
在采取多种措施，努力建立综合协调的海洋管理
制度。本节分析的两个案例均表明，提高沿海社区
和海洋生态系统的韧性与适应气候变化的总体需
求息息相关。尽管面临各种挑战，海洋空间规划和
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实践仍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
验和教训，有助于未来提高工作效率。

首先，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制定规划时，需考虑
当地环境、社会经济和管理体制等因素。所有的案
例均表明，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吸纳当地传统
知识对制定适当的海洋管理策略至关重要。此外，
这些国家的实践还表明，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和
海洋空间规划应从基层社区出发，并不断完善其
工作方式。对地方而言，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在气
候变化适应性规划和海洋保护区管理进程的多个
阶段中（如海洋保护区规划、实施、调控和评估、反
馈和适应管理）均被证明是有效的。

第二，将地方层面的管理措施扩展到更高一
级的管理层面（如区域、国家或者某一适宜的生态
尺度）是非常有必要的，但需同时改进国家和地区层
面的管理制度。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即便改进了规划，
执行仍受到限制。比如在珊瑚大三角区，海洋综合管
理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Weeks等，2015），严重制约
了海洋综合管理在地区和国家层面的有效实施。
这些挑战包括：在国家层面上，政府内部未能实现“
保护规划”的制度化管理；在国际层面上，不同的
国家治理体系未能相互协调，且其规划成果和经
验也未能得到有效整合。相较于成熟的长期规划
和实施框架而言，短期投资和政权更迭仍是不确
定因素，会造成负面影响（Weeks等，2015）。通过
多个项目的实施，以及建立非政府组织（NGOs）和
公私机构的合作伙伴关系，珊瑚大三角区和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的海洋综合管理规划（包括海洋空
间规划）得到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但海洋综
合管理规划的长期开展仍亟需在国家层面建立长
效资助机制（如塞舌尔保护和气候适应信托基金）
（SMSP Initiative，2019）。

第三，拥有促进数据共享及能力建设的社交
网络是各级政府加速整合和拓展的基础。以珊瑚
大三角区为代表的地区性联盟，一直以来都在积
极促进地区性和更大范围的政策支持和治理框
架，推动国家行动计划的实施。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的快速行动模式（SAMOA）能够通过牢固的伙伴
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较高层次的伙伴关系
是通过多种渠道的支持实现，包括能力建设和执
行形成的社交网络，以及由公私营机构和研究者、
从业者及决策者组成的跨部门联盟等。例如北极
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合组织“众多强音”
（Mercer等，2012）、菲律宾的海洋保护区支持网络
（Horigue等，2012）等。

对于不同尺度上社会生态相互作用的不了
解，制约着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珊瑚大三角区海
洋综合管理的实施（如Khan和Amelie，2015；M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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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10）。为了能够支持能力建设，解决信息匮
乏的问题，目前已经开展了海洋空间规划的技术
支持项目，以弥补数据缺口（如社会经济数据），并
通过汇编相关信息（如建立数据库）以提高数据读
取的便捷性。例如，多家支持珊瑚礁大三角区倡议
的国际组织合作启动了珊瑚大三角区倡议地图集
项目，建立地理空间信息库，跟踪规划进度。然而，
由于当地能力不足和资金短缺，保持信息的实时
更新和提升管理效能仍是一项艰巨的挑战（Cros
等，2014；Asaad等，2019）。

4.2 挪威的海洋管理规划

挪威海域纵跨3000公里，地处寒带和极地气
候区，总面积达210万平方公里，是其陆地面积的
五倍。受大西洋洋流的影响，从西南向北传递的热
量导致挪威（和欧洲西北部）的温度比北美同纬度
地区略高几摄氏度。挪威有三个主要海域，分别为
北部的巴伦支海、挪威海和南部的北海。巴伦支海
和北海较浅，位于大陆架上；挪威海较深，其沿岸
大陆架狭窄。洋流及其它地理环境为生物繁殖提
供了有利的条件，孕育了丰富的渔业资源。挪威海
域的峡湾地形也为水产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
件。此外，其大陆架中还埋藏着丰富的石油及其它
矿产资源。

挪威和俄罗斯于2010年就140平方公里的巴
伦支海划界问题签署协议，同意将北冰洋中部公
海划为北部边界。挪威海则西毗格陵兰岛、冰岛和
法罗群岛海域及公海。在北海，挪威的海域（及大
陆架）和英国、丹麦、瑞典的海域相连（见图4）。鉴
于此，跨国界的海洋资源和生态系统管理需要双
边及区域性国际合作。因此，与七个邻国共享海域
边界成为挪威海洋政策的最大特点，也是决策过
程需特别考虑的因素之一。本蓝皮书开篇提及的
全球海洋治理框架则是挪威海洋政策制定的另一
决定性因素。

4.2.1 经济活动和海洋治理

石油是挪威当前最重要的工业部门。2018年，
挪威的石油出口收入为600亿美元，约占该国总出
口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收入则
约为110亿美元。航运、造船业、旅游业、石油服务
业及涉海活动对占挪威国内生产总值70%的海洋
经济产值也有重要贡献。挪威近年来日益重视可
再生能源，相比起石油勘探，更加关注海洋生物资
源和矿产资源种类。海洋经济对挪威普通民众（特
别是沿海社区居民）至关重要。

早在19世纪中叶，挪威政府就对渔业部门进
行了积极的监管。挪威规模化的石油产业和水产
养殖业始于1970年代，相关管理机构和法律制度
随之建立。与此同时，挪威还制定了海洋环境保护
相关的法律法规，监管制度日臻完善。目前，挪威
的主要涉海部门（包括石油、环境、交通、渔业、养
殖业和矿业）均拥有高效的现代监管体系。

随着海洋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需要对各类
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监管，还要对日渐复杂的监管
体系进行更多的监督，以协调多方竞争性利益，用
综合、全面的管理手段应对各种的挑战（Hoel和
Olsen，2012）。挪威早在1970年代就意识到监管
问题的重要性，并在石油和渔业两个产业全面开
展监管实践。随着石油工业向北扩张，挪威逐渐意
识到海洋管理需要采用更全面的综合手段。2002
年，挪威议会收到了一份关于保护海洋资源的报
告。该报告明确指出，海洋管理不能仅关注某个部
门或单一经济活动，而应对整个生态系统进行管
理。这一报告奠定了挪威海洋综合管理规划的基
础，成为该国海洋管理历程的转折点（挪威环境
部，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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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挪威实施海洋管理计划区域图

资料来源:由挪威海洋和北极研究中心根据 
https://kart.barentswatch.no/arealverktoy 数据绘制，2020。

4.2.2 综合管理规划

挪威议会在2006年通过了第一份有关巴伦支
海和挪威北海的综合管理规划——《巴伦支海和罗
弗敦群岛水域综合管理规划》（挪威环境部，2006）。
该规划的整体目标是通过自然资源及产品的可持
续利用创造价值，同时维持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
和生产力[尾注2]。它在地理范围上受到一定限制，仅
适用于领海基线一海里以外水域，而近岸海洋和
沿海地区则不在该规划管辖范围内。此外，其时效
性也受到一定的限制，需要根据现有最佳科学知
识定期更新。该规划的重点是识别有生态价值但
生态脆弱的区域，并限制石油开采。根据实际情况
的演变，挪威议会分别于2011年和2015年对该规
划进行了修订。此外，挪威海的第一个规划于2009
年通过，并在2017年修订。而北海的第一个规划则

巴伦支海

北海

挪威海和
斯卡格拉克海峡

斯瓦尔巴群岛

杨马延岛

熊岛

挪
威
专
属
经
济
区

是在2013年通过。除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外，上述规
划拟解决三个海域所面临的挑战皆不尽相同。

一项基于渔业调查及地图绘制的大型海洋生
态系统信息采集与汇编项目，为上述不同规划奠
定了基础（Olsen等，2014）。这些工作在国家研究
机构和政府部门共同组成的监测咨询委员会框架
下，逐步制度化成常规内容。在上述规划决策过程
中，挪威主管部门还充分征求了各利益相关者的
不同意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气候和环境部牵头
组建部级协调工作组（现称为挪威海域管理咨询
委员会），邀请各涉海部门的主管参与其中，共同
制定、落实管理规划，并协调解决规划实施过程中
出现的各种问题。2020年，基于上述三份规划整理
而成一份综合报告将会被提交给议会，并拟每十
年更新修订一次（见图5）。

4.2.3 挑战和经验

经过近20年的实践，挪威的海洋管理实践为
推进全球海洋综合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首先，规划应基于全面、严谨的科学监测计划
（Olsen等，2016）。从本质上而言，这些监测工作
是日常监测职责，并非为某个管理规划而专门制
定。但其所收集的第一手数据资料为海洋管理提
供了重要信息，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咨询委员会聚集了相关研究机构的专
家及各政府部门的主管，借此增进了各方对彼此
任务和工作方法的理解。

第三，议会根据政府的白皮书批准、授权相关
规划，赋予其未来开展海洋治理工作的相关权力。

第四，规划在部门的立法和监管下实施。管理
规划虽然只是规划，但它是在政府协商的基础上，
得到了议会的采纳，代表着国家政策。现代高效的
部门立法是将规划付诸实践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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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挪威环境部，2009。

第五，随着新科学知识的产生和新管理挑战
的出现，这些规划都必将随之演变。因此重要的
是，管理规划必须动态的，并通过定期的更新和修
订以实现适应性管理。

4.3 美国的海洋综合管理实践

目前，美国已在联邦、区域（多个州）和州三个
管理层面上开展海洋综合管理。具体而言，马萨诸
塞州、罗德岛州、华盛顿州、俄勒冈州、纽约州和康
涅狄格州都已经制定了本州海域（近海3海里）的

海洋管理规划；而由多个州组成的、基于生态系
统组成的区域机构，则依行政命令（或总统指令）
对联邦海域内进行管理（近海3-200海里）。此外，
在马萨诸塞州、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康涅狄格
州等州，其海洋管理规划通常都有明确的法律框
架，基本都是通过立法的形式为海洋综合管理提
供指导；对于未有明确制定涉海管理法律的州（如
罗德岛州），则通过重新解释现行法律制定、实施
海洋规划。跨区域的海洋综合管理规划则根据行
政命令制定，以指导各区制定基于生态系统的管
理办法。根据行政命令的要求，与各州海洋管理密

图5. 挪威海洋综合管理规划制定流程

 督导组由气候与环境部领导，成员由相关部门组成

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极具价值地区的脆弱性
协调环境监测：
指标、参考值、 

行动阈值

综合管理
规划

复合影响评估
	� 复合影响
	� 利益冲突
	� 社会经济考量
	� 知识需求 

各部门影响评估
(即日起 – 2025/2030)

	� 海洋运输
	� 石油和能源
	� 渔业

	� 外在压力（气候变
化、海洋酸化、外来
物种、长期污染）

事实依据

	� 环境与自然
资源概况

	� 行业报告

	� 社会经济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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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相关的各联邦机构需要全程参与区域性海洋管
理规划的制定，以此增进各级管理部门之间的合作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2010）。虽然
行政命令可以要求联邦机构参与相关工作，但却
没有强制要求各州和原住民部落必须参与，因此
各方可遵循自愿参与的原则参加。

4.3.1 美国东北部和中大西洋地区的海洋
规划

行政命令可以为统筹管理提供基本框架。虽
然行政指令体现的是决策层的总体管理目标，但
仍需相关职能部门根据现实情况将其细化、分解。
以美国东北部和中大西洋地区为例，它们的海洋
规划有一些共通点：覆盖范围都与重要的海洋生
态系统重叠；缺乏相关法律体系的指导；根据总
统指令所明确的总体任务及相关授权，涉海管理
部门在现有法定权力内制定海洋管理规划。这表
明，在未有相关新立法的情况下，行政命令扮演
着指导各地区制定基于生态系统海洋规划的角色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2010）。本着
自愿参与的原则，在美国的九大分区中，已有两个
在2016年底完成了相关规划。2018年，新任总统
撤销了原先指示管理机构制定规划的行政命令，
同时发布一项新指令，仅表示支持相关地区继续
开展海洋综合管理，要求联邦机构与各州和地区
统筹协调，共同解决管理方面的挑战（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2018）。在相关专项法律
缺位的情况下，这一政策的转变可能会对海洋综
合管理的稳定性构成挑战。

美国东北部地区和中大西洋地区是最先推动
海洋综合管理的两个区域，其中马萨诸塞州和罗
德岛州已经制定了州一级的海洋规划。各州政府、
原住民部落和联邦政府与各利益相关者通力合
作，通过发挥州级和联邦机构的领导力将其积极
的政治意愿变成实际行动，解决现有利益相关者
和新兴产业（如近海可再生能源）之间潜在的利益

冲突，共同推动当地的海洋管理规划。据此，东北
部和中大西洋两区域均于2016年完成了区域海洋
规划，即《东北区域规划框架》和《中大西洋区域规
划框架》（见图6）。这两个区域的规划目标主要是：

• 在规划初期，统筹协调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
之间的关系，提高各方对人类活动需求、资源现状
和未来获益的认知，优化决策过程；

• 通过研究当地生态系统、社会经济和文化资
源，识别保护、恢复和维持生态系统健康的行动契
机，以此促进海洋和近海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繁荣；

• 确保过去、当前和未来各种用海活动的兼容
性。

从正处于实施阶段的区域规划来看，公私部
门显然都能从海洋规划信息系统——区域海洋数
据门户——中获益。使用“东北海洋数据门户”的案
例包括（Northeast Ocean Data，2009）：

• 在大西洋沿岸联邦水域建立第一个贝类养
殖场，创造新商机；

• 利用海浪监测浮标，提高海上安全和天气预
报能力；

• 为美国海军遴选适合的水下无人航行器试
验场；

• 协助新英格兰渔业管理委员会统筹协调深
海珊瑚保护和渔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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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东北区域规划局，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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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罗德岛海洋特区平衡生态和经济的
管理规划

随着美国进入近海可再生能源的创新时代，
罗德岛州的实践再次证明了开展海洋综合管理所
能产生的价值。鉴于罗德岛州的用海需求日益增
长，如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当权者全

力推动的海上风能开发，该州的海岸资源管理委
员会（CRMC）牵头制定了海洋特别区域管理规划
（McCann，2010）。为实现平衡海洋开发利用与
环境保护的终极目标，该州建立了一个开放透明
的规划流程，并得到了科学界、重要利益相关者的
积极投入和公众的深度参与（图7）。

图6. 美国东北部海域规划实施框架

现有关系

东北区域规划机构

利益相关者参与
和反馈 工作组和其它

参与机制

管理人员

东北区域
规划机构
共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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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NOAA）于2011年5月11日将其作为国家计划修正法案通过（联邦一致性保证其在国家水域内使用）。国家海洋大气局于
2011年9月通过了国家地理位置描述在国家一致性之中的应用（由联邦水域颁发的关于地理位置描述中的15项联邦联邦一致性授权，现在需要
美国沿海资源管理委员会的一致性授权。

资料来源：据Mulvaney（2013）重绘。

通过以上规划收集的数据，不仅帮助管理者
确定了适合开发可再生能源的区域，最大限度避
免了与其它海域使用者及生态资源的冲突，还提
供了重要渔场、海洋哺乳动物迁徙路线和海上休
闲活动等方面的信息，有助于未来海洋管理措施
的实施。

4.3.3 挑战和经验

上述实践表明，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体系或
行政命令授权，海洋综合管理将难以实现。对于能
够通过相关涉海立法的州，能够在明确法律体系
的指导下，制定清晰的管理目标，通过相关管理机
构的协作，共同制定海洋规划。此外，罗德岛的经

图7. 美国罗德岛海洋特殊区域管理规划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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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表明，重新解释现行法规也是一种可行的方式。
新兴用海活动或技术革新等外部驱动因素也可有
效激发政治和社会意愿，推进海洋综合管理的实
施。

在根据行政命令制定区域规划的案例中，决
策者明确提出了“维护海洋生态系统健康是首要任
务”。此外，行政命令还为联邦机构明确了工作方
向，授权其在法律权限内采取行动，统筹协调相关
的联邦机构及各州行政部门，共同推进海洋综合
管理。但需注意的是，真正的挑战在于该行政命令
对除联邦机构以外的其他行政部门及利益相关者
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因此，有意参与海洋规划的
各利益相关者，包括各州、各土著部落、渔业管理
委员会、工业界、学术界、非政府组织和地方社区
代表等，应充分认识到采取全面、综合的管理方法
将会为区域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潜在收益。在美国
的九大分区中，已有两个已经完成了海洋综合管
理规划，另有一个正在进行中。如果一个州、地区
或国家希望开展海洋综合管理，最有效的途径就
是制定一项相关的法律来指导具体行动，但也可
以根据政治背景和管理体制的不同，采取其它变
通可行的办法。

上述的美国管理体制实践表明，数据信息是
海洋综合管理的基础。详实的数据信息有助于管
理者理解不同用海活动产生的影响。相关海域使
用者应当积极提供并核实数据，以便准确反应其
在海洋综合管理进程中的活动。这些数据不仅可
以展现人类活动或生态资源的现状，还能预测未
来的发展趋势。海洋综合管理还需要开发一个开
放、透明的区域海洋数据门户网站（信息管理系
统），涵盖所有相关数据（包括元数据）。这一数据
门户如能成为管理的核心手段，必将获得决策者、
社区居民、研究人员、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各部门的
大力支持。在资源和可用数据允许的前提下，政府
应优先考虑开发信息管理系统，类似美国的“海洋
数据门户”。集约化的数据门户不仅可以加强跨部
门管理协作，还能协调各海域使用者的利益与冲

突，并通过该门户全面审视所有用海活动。在界定
社会发展目标和制定规划时，数据门户虽不是必
需的，但美国的实践经验表明，它对于促进综合管
理是有价值的。

此外，在海洋规划制定和管理过程中，应征求
各利益相关者或各海域使用者的意见，让他们参
与数据收集，提供未来活动计划和发展趋势的相
关数据，并要求其保证数据的准确性。这一利益相
关者的参与过程有助于在海洋综合管理中建立多
方协作和彼此互信的机制。

上述美国实践再次证明，信息收集机制是有
益的，具体包括：

•  安排特定行业专题会议，可更好地了解行业
需求、关注点和未来发展态势；

•  编制特定行业白皮书，评估行业现状、发展
趋势和规划需求；通过发表白皮书共享信息，收集
评论和反馈；

•  找出数据缺口（data gaps），并在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通过利益相关者开展相关项目收集相
关数据信息，弥补这一缺口。

在海洋综合管理框架内制定科学研究议程，
可更好地了解生态系统，并有助于填补重要领域
的数据空白。在美国，联邦机构通过与不同的管理
部门合作确认数据缺口，并协商确定填补数据缺
口的优先次序，以更好地实现规划目标。科学研究
还可为管理部门提出推进数据管理的共同目标，
确保未来管理规划的修订拥有必要的相关信息，
以便可以更好地为决策服务。这一进程还允许所
有参与部门协同讨论预算方案，并就项目时间安
排和资源配置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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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实践再次表明，各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
与是成功开展海洋综合管理的重要因素。与特定
行业的领导人或值得信赖的组织者合作尤为重
要，因为他们是业界公认的领导者，有资源和能力
调动本行业和相关团体参与其中。例如，由于渔具
类型、港口社区和鱼种的不同，会导致不同渔业团
体所收集的数据信息存在差异，管理者在实践中
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差异，并利用好各方信息。这种
从不同行业、非营利部门及科学界中遴选具有代
表性利益相关者的方法，可供各团体参考。

相关海域使用者可能会对海洋综合管理这一
新兴且复杂的过程心存疑虑。因此，为了建立信
任，管理规划必须具有包容性，且过程公开透明。
应到当地与各利益相关者进行面对面沟通，确保
他们能够充分地参与规划的全过程，并在参与过
程中逐步体会海洋综合管理的意义和价值。

4.4 中国厦门的海岸带综合管理模式

厦门是一座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台湾海峡西
岸的重要港口城市。目前厦门港已经成长为中国
第七大、世界第十四大集装箱口岸。截至2018年
底，厦门常住人口411万。厦门岛四面环海，海域面
积约为394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234公里。厦门
湾包括九龙江入海口、西海域、同安湾及环东海域 
（见图8）。湾内生活着近2000种海洋生物，其中包
括中华白海豚、文昌鱼及白鹭等多种国家珍稀保
护物种。几个世纪以来，厦门湾一直都是厦门社会
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了中国快速发展的序
幕。厦门也在这一时期成为全国首批设立的四个
经济特区之一。此时，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给厦
门海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资源使用矛盾、环
境污染等。由于早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较少关注生
态环境保护议题，故上述这些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Chua等，1997；Xue等，2004）。其中，海堤修建
和填海造地极大地改变了原始岸线和地质地貌，

减小了海湾的海域面积，引起了近海潮汐系统和
海湾水体交换能力的变化。此外，从1980年代开
始，厦门近海海水养殖业迅猛发展，并在1990年
代中期呈蔓延之势。到了2001年，西海域几乎一
半的面积都被水产养殖网箱所覆盖，养殖废弃物
和过量投食的饲料对海域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
染。另外，由于当时厦门的生活和工业污水大多
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海洋，导致了近海自然栖息
地的破坏，引发了一系列负面影响。例如，红树林
面积从1987年的1.8平方公里锐减到1995年的
0.2平方公里；在1984年—1996年期间，厦门每
年都发生鱼类死亡事件（PEMSEA，2006a）；中
华白海豚、白鹭及文昌鱼的数量也开始逐渐减少
（ITTXDP，1996；XDPO，1998；Xue等，2004；Lin
等，2005；PEMSEA，2006a；2006b）。

面对生态环境退化、用海冲突和管理不力，以
及立法、资金、公众意识、信息和污染防治能力等
方面的不足（PEMSEA，1998），厦门于1994年开
始实施新的海洋和海岸带管理制度。迄今，厦门的
海岸带综合管理（ICM）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
发展阶段：（1）体系构建阶段：1994年-2000年；（2）海
洋生态修复阶段：2000年-2009年；（3）流域-海域
综合治理阶段：2009年-2015年；（4）海洋经济可持
续发展阶段：2015年至今（Hou等，2019）。

4.4.1 早期的厦门海岸带综合管理

1994年，以全球环境基金（GEF）、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UNDP）和国际海事组织（IMO）资助开
展的“东亚海域海洋污染防治与管理”项目为标志，
厦门作为示范区开始了海岸带综合管理的探索，
并在后来逐渐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管理模式（Xue
等，2004；Cao和Wong，2007；Fang等，2011；Mao
和Kong，2018；Hou等，2019）。

厦门在实践早期就建立了“集中协调、立法先
行、科技支撑”的海岸带综合管理模式。自1994年



28  |  可持续海洋经济高级别小组

注：图例中，m代表水深（米）
资料来源：据Wang 等 (2013)重绘。

起，厦门特别成立由市长领衔、涉海部门官员和海
洋专家共同组成的“海岸带综合管理领导小组”，构
建具有高权威性、高协调性的地方海洋综合管理
机制，全面协调水产、航运、环保和港口等相关涉
海部门的用海冲突（Xue等，2004）（见图9）。在这
一阶段，厦门市政府发挥地方立法优势，率先在全
国范围内制定了《厦门市海域使用管理规定》、《厦
门市海域环境保护若干规定》、《厦门珍稀海洋物
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等一系列涉海法律
法规，污染管理规划和海域功能区划也在此阶段启
动（GEF等，2009）。为强化科技支撑，厦门市政府还
成立了由数十位专家组成的海洋专家组，帮助政府
科学决策，解决海洋管理中遇到的问题。

4.4.2 海洋生态修复

21世纪初，随着多个海洋生态修复项目的

启动，厦门海岸带综合管理进入了新的阶段。筼
筜湖综合治理成为第一个重点整治项目。筼筜湖
位于厦门市中心，是曾与厦门西海域相连通的渔
港，拥有丰富的红树林资源，也是白鹭的重要栖
息地。1970年代末，筼筜湖与西海域的连接处建
成了一座海堤（即西堤），使之成为一个封闭的水
体。此外，由于大量的围海造地，筼筜湖的水体面
积从10平方公里急剧减少到2.2平方公里，外加
大量未经处理的工业和生活废水直排筼筜湖，导
致该区域的水体环境迅速恶化，一度成为“臭水湖”
（PEMSEA，2006b）。环境的严重污染引起了市
人大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大力推动了筼筜湖综合
治理工程的实施，采取包括改善废弃物管理系统、
兴建污水截流管道及污水处理厂、改造海堤和疏
浚工程等措施，筼筜湖污染状况日渐好转。此后，
筼筜湖与西海域之间的水体交换情况也大大得到
改善，大面积的红树林也得以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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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薛雄志等，2014。

根据当时的《厦门市海洋功能区划》，厦门海
域的主导功能为港口、航运与旅游。但是直到1990
年代末，厦门海域的主要功能却一直是水产养
殖。2002年，厦门市政府在该海域开展清退水产
养殖专项整治行动，通过退养还海调整用海结构，
解决用海矛盾，推进海域生态修复。厦门拆除了全
部水产养殖设施，疏通了水道，保障海域港口及航
运的主要功能。与此同时，建设湿地公园、修复红
树林、建设供鸟类觅食栖息的无人岛、完善污水处
理系统等若干生态修复项目也逐步推进（Wang
等，2018）。通过一系列生态修复整治措施，如今的
五缘湾湿地已经成为厦门的城市绿肺，环东海域

的水体交换能力提高了30%，海域水质得到极大
改善，中华白海豚拥有了更好的栖息环境。

2009年—2015年，厦门的海岸带综合管理工
作主要集中在流域—海域综合治理，主要开展包
括控制陆源污染、加强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及环
境监测网络建设等措施。2015年以来，为响应“生
态文明”和“陆海统筹”两大国家战略，厦门进入了
以陆海一体化管理和发展蓝色经济为目标的新阶
段（Mao和Kong，2018）。

图9. 中国厦门海岸带综合管理体系（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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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厦门海岸带综合管理的经验与挑战

综合管理机制的建立、科学体系的构建、海洋
监测系统信息的共享体系和公众意识的培育机制
都是厦门海岸带综合管理的重要特征和取得成功
的关键因素。作为管理海洋和沿海资源的重要工
具，海洋空间规划（海洋功能区划）也是厦门海岸
带综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Su和Peng，2018）。
本蓝皮书对厦门海岸带综合管理的挑战与经验总
结如下：

首先，协调来自城市规划、渔业、航运、科学、港
务、环保等部门的利益一直都是海岸带综合管理面
临的重要挑战。为应对这一挑战，厦门应考虑将“河
长制”拓展到海域管理，邀请某一主要利益相关者
承担管理某一海域的主要职责，实行“湾长制”。

第二，当前厦门的海岸带综合管理法律法规
及管理体系与陆域管理体系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
协调。例如，现存的陆域规划是在海域规划缺位的
情况下完成的，二者在实际执行层面存在矛盾（Su
和Peng，2018；Peng等2006）。因此，综合考虑陆
海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目标，据此开展空间规划
及陆海统筹将是厦门海岸带综合管理未来发展的
重点。

第三，陆源污染尚未能得到完全有效的控制，
九龙江依然是厦门湾最大的污染源。厦门未来还
需与上游城市加强协作，通过共同加强管理力度
和执法措施，切实控制流域到河口及其到海湾的
非点源污染。

最后，厦门的海岸带综合管理实践证明了将
科学知识融入政府决策、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措
施改进等管理全过程的重要性，未来的海岸带综
合管理实践仍需继续加强决策的科学性。

4.5 海洋综合管理实践案例的经验
总结

回顾前文全球五个海洋综合管理典型案例，
在气候和海洋条件、地理尺度、经济活动和环境管
理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在海洋开发利用
活动和人为压力不断增加的背景下，这些案例均
表明，亟需对海洋空间面临的各种压力进行整体
和系统的考虑。可供学习的经验如下：

首先，气候变化对热带、温带乃至极地海洋环
境都有重要影响，是海洋管理面临的重大挑战。海
洋综合管理是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影响、解决多
种海洋空间使用矛盾的重要方式。

第二，充分考虑当地的情况，并将海洋综合管
理与地方特点及需求相融合至关重要。具体的经
济活动、社区需求、社会目标和环境压力应作为海
洋综合管理发展的首要出发点。

第三，关键环境变量的演变以及经济活动方
面的可靠信息是海洋综合管理的重要前提。没有
信息，就无法有效地做出管理决策。海洋综合管理
涉及的信息需要满足可访问、易获得、符合数据质
量标准等条件，并且以适当的方式对公众开放。

第四，从理论到实践也是海洋综合管理非常
重要的一环。相关案例表明，即使没有独立的海洋
综合管理法律基础，也可以做到有效实施。

第五，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必不可少。以此获
得制定相关措施所需的实践资料，并争取各方理
解，建立正当性，从而保证管理措施有效执行。

最后，必须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海洋综合管
理体制机制，以保证决策的制定，综合考虑海洋空
间的各种使用途径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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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行动契机
本蓝皮书阐述了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海洋综合

管理的必要性，也探讨了海洋综合管理取得成功
的核心要素。维系一个健康、富饶、有韧性的海洋
生态系统，需要在系统水平上兼顾海洋开发和保
护，有效执行国际协定及国内政策。对于海洋正面
临的巨大压力，鲜有人类活动能够从中免责。因
此，我们应系统地审视这些人为活动对海洋造成
的影响，考虑如何在此背景下，以可持续发展的方
式充分挖掘海洋经济的潜力。高效的分部门而治
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仅凭此却不足以解决上述各
类问题。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健康、富
饶、有韧性的海洋生态系统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物质基础。因此，我们亟需开展基于生态系统
和科学知识的海洋综合治理，解决目前海洋面临
的各种挑战。

我们应在蓬勃发展海洋产业的同时，确保它
的发展不会破坏自身及其他产业所赖以生存的环
境。最重要的是，应在海洋开发与保护之间取得更
好的平衡，应以长期、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取代短
视、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措施，应量化发展
战略和管理效果评估，以便通过实施可持续解决
方案实现海洋的长期利益。尽管国际社会对此已
有所警觉，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若干进展，但人类
开发海洋的模式总体上正沿着十分错误的方向发
展，若不改变，海洋的问题必然日趋严峻，如生物
多样性锐减和塑料污染。此外，应值得注意的是，
大量重要信息事实上是已存在的，但往往被决策
者所忽视。有效的海洋治理必须统筹考虑技术革
新、气候变化、海洋动态变化特征以及陆地、海洋
和人类之间的相互协同作用。此外，将海岸带的管
理规划与邻近的海洋管理规划相结合，实现陆海
统筹，便可以大大改善目前大多数地区的现状。

不同海洋生态系统的状态、性质和特征差别
迥异。海洋综合管理不仅有助于全面了解海洋的

各类用途和承受的所有压力，还对海洋功能区划
具有指导意义。因此，海洋综合管理需在充分考虑
当地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开展，如应考
虑当地的经济活动、社区民众的诉求、社会发展目
标、地方传统知识以及所面临的环境压力。

海洋综合管理是对现有分部门而治管理模式
系统的有益补充，并非是要将其取而代之。我们应
在现有分部门而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法律法
规及其它措施，并使其与最新的国际标准保持一
致，如国际航运及渔业管理要求。但是，跨部门的
统筹协调也十分必要，特别是面对未来气候变化
带来的不确定性，如何群策群力，协同应对。

此外，区域合作的必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
个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或者经济活动通常涉及多
个不同的区域，甚至涉及跨境管理。再者，海洋具
有连通性，海洋领域内的各类活动都可以产生广
泛的影响。因此，对于像渔业管理和控制海洋污染
这类涉及跨境的海洋活动及问题，更需要在特定
空间内通过区域合作妥善解决。另外，透过数据信
息和知识共享机制，未有相关实践经验的国家可
从区域合作中受益良多。在地方层面，加强社区民
众间及其与地方机构之间的沟通，对实现可持续
海洋治理可起重要的推动作用。

最后，正如我们在总结案例实践经验时所指
出的，气候变化是我们人类共同面临的前所未有
的巨大挑战。海洋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妥善解决这
一问题的能力。因此，适应性管理和风险管控问题
尤为突出，是下文讨论未来行动契机的关键议题。
海洋适应性管理必须利用现有的最佳科学认知，
预判未来气候变化对海洋产业、生态系统和社会
系统产生的可能影响。例如，在落地海洋保护区或
海洋产业过程中，决策者必须考虑气候变化在近
期可能造成的环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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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蓝皮书精选的五个研究案例可见，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差异显著，但成功的海洋综合
管理具有共同的经验：采用自上而下的授权和自
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的策略，不仅仅只是制定综
合管理规划，还有充足的资金和有效的机制保障
实施。此外，切实可行的海洋治理方案可以起到启
发和指导作用。过往失败的教训也可供我们参考。
事实上，已有成熟的海洋规划和管理机构的发达
国家为数不多。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从零开始的国
家可借鉴其它国家的实践经验，从起步就做好海
洋综合管理方案的规划，为未来成功开展海洋综
合管理奠定了良好基础。

此外，本蓝皮书还探讨了成功开展海洋综合
管理的六个关键要素，并具体阐述如下文：

•  掌握并充分运用最佳科学知识

• 建立良好的公私伙伴关系

• 全面调动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 加强能力建设

• 有效执行并落实相关规章制度

• 制定灵活有效的适应性管理方案

5.1 行动契机1：掌握并充分
运用最佳科学知识

要进一步发展、加强和协调海洋治理，就应加
强科学研究和监测、知识共享、技术转让和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在欠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更应如此。例如，如果缺乏生态系统及人类活动的
相关数据，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目标将不可能实
现。因此，有效的数据、清晰的管理目标、以及针对
性的科学研究计划，对于推动和实现海洋综合管
理至关重要。

目前，我们对某些地区的海洋知识还并不完

全了解这包括海洋生物资源的丰富性及其相互作
用、人类活动对现在和未来的影响、数字技术革新
所蕴含的契机、海洋垃圾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等
等。为解决这一问题，本蓝皮书建议：应在联合国
现有的各项常规进程中，充分发挥政府间海洋学
委员会的优势，结合各区域层面正在推动相关工
作，进一步发展全球海洋科学事业（包括社会科学
研究）。具体来说，可利用现有的框架，全面发挥政
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在国际海洋学组织中的作用，
加强各方对海洋科学的重视，整合必要资源，促进
全球海洋科学发展、提高能力建设。政府间海洋学
委员会即将发布的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
展国际十年（2021-2030）”可作为海洋科学发展纲
要。此外，在2015年和2020年世界海洋评估基础
上形成的行动方案，也可支持区域和国家海洋治
理。

本蓝皮书建议，充分发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等国际机构的优势，以联
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2021-
2030）”为契机，加强海洋科学研究，促进海洋科学
与其它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助力全球海洋科学
事业的发展。

5.2 行动契机2：建立良好
的公私伙伴关系

随着蓝色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对海洋空间
的开发利用与日俱增，维持一个富饶且健康的海
洋日趋困难。目前，海洋领域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
设是跨行业、跨部门的，其绩效和治理标准不尽相
同。实际上，只有公私部门都采用最佳做法，并鼓
励和推动两者建立高效的伙伴关系，才能实现永
续发展。因此，良好的政策能够在促进经济发展的
同时，支持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形成长效解决方
案。

以碳排放准则为蓝本，为可持续海洋经济
发展制定一套“海洋准则”，并明确商业部门的责
任，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案。例如：，联合国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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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组织的《可持续性海洋商业行动纲要》规定
了海洋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指导方针，部
分大型涉海企业已签署了该公约。（UN Global 
Compact，2019）。此外，对于一些能够建立透明和
可追溯供应链的国家和零售企业，若其可持续性
有助于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则
应当予以肯定。

本蓝皮书建议，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促进技
术性解决方案的开发，以此加强消费者改变市场
的能力。

5.3 行动契机3：全面调动各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为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利用，包括实现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将各方利益相关者都调动
起来，并参与管理。国家层面的加强海洋管理战略
有赖于各地可持续管理项目的开展。因此，积极地
发动社区民众参与管理，并有效吸纳当地传统知
识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地方一级的海洋治理规划需要充分
考虑当地的环境、社会、经济和管理体制等方面的
特点。

海洋综合管理的成功，既需要授权（自上而
下），也需要参与（自下而上）。正如案例研究所展
示的那样，有许多方法可以实现当地各方利益相
关者的参与。但这些方法都需要因地制宜。在任何
情况下，一个高效的公众参与体系都必须综合考
虑当地科学、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

本蓝皮书建议，各国各级政府应积极调动并
支持当地社区参与海洋综合管理的各个环节。

5.4 行动契机4：加强能力建设

能力建设，即提升科学监管能力和机构协作
的能力，对制定并实施海洋综合管理至关重要。海
洋综合管理必须考虑如何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

（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和污染等），但许
多国家却严重缺乏参与国际治理框架所需的科学
能力（IOC-UNESCO，2017）。因此，加强各方能力
建设应摆在各项国际议程的首位。从国家层面来
说，必须通过制度化的安排，促进政府涉海部门机
构参与海洋管理，使其具备相关技能、知识、权力
和能力（包括资金），建立长效的综合管理机制，解
决海洋和沿海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各类矛盾。在这
方面，各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合作十分重要。
此外，新兴科技的发展和管理的透明化进一步加
强了对海上不当行为的监管，同时也为技术转让
提供了更加实用且低廉的解决方案。再者，海洋科
学领域正在发生着新技术革命，科学家们期望能
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全面收集海洋观测数
据。为了提高能力建设，各项工作必须做到管理透
明、因地制宜，并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以便交流。
区域合作可以有效地加强科学指导并提供管理咨
询意见，国际海洋勘探理事会在北大西洋的管理
案例、西印度洋海洋科学协会在西印度洋的管理
实践均证明了这一点。

本蓝皮书建议，在总结、吸收各地开展海洋综
合管理经验及教训的基础上，不断改进，逐步提升
海洋综合管理能力。

5.5 行动契机5：有效执行并
落实相关规章制度

未能有效执行现有的国际公约及协定或许是
海洋治理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海洋综合管理规
划的制定对于改进海洋管理至关重要，但有效地
实施综合管理措施也同等重要。目前，基于众多国
际协定和各国的法律法规，我们已经拥有了较为
全面的全球海洋治理框架。然而，具体到实施这些
法律法规时，往往存在执行不到位、效果不明显的
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在执行法律法规和资源分配
时，通常只优先考虑当下的需求。因此，海洋综合
管理能否切实有效地执行，还需要国家和地方各
级管理部门的直接领导，在制定具体行动计划基
础上有效推进。此外，沿海国家现有制度的落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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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到位也成为有效开展高效可持续管理的瓶
颈。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各项重要工作正在有条
不紊地进行，其中包括《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条例》
的试行、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生物多样性具有
法律约束力文书的谈判、以及由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制定的海底采矿守则等。

在各国法律框架体系内和实践过程中，切实
执行各项国际公约及协定（包括管理公海活动的
普适性原则）是有效开展海洋管理的首要原则。这
意味着，管理公海人类活动的规则应与管理各国
范围内涉海活动的规则一致，并应执行同样严格
的标准。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各国应当批准《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敦促各方严格遵守。

本蓝皮书建议，基于现有最佳科学知识，有效
执行相关国际协定、落实国内政策。对于管理公海
人类活动的法律法规，同样应严格执行。

5.6           行动契机6：制定灵活 
有效的适应性管理方案

海洋具有高度动态变化的特征，这与陆地的
相对静态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海洋适应性管理和
统筹管理十分有必要，且应在海岸带综合管理中
充分考虑陆海相互作用。

气候变化将会进一步放大海洋高度动态变化
特征带来的影响。许多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
小岛屿国家，现已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沿海居
民甚至所有民众都面临着威胁。实践经验表明，在
正确认识气候变化预测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各类
风险，与时俱进地制定适应性解决方案是海洋综
合管理取得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

本蓝皮书建议，以综合、适应性的管理模式统
筹陆海，并基于气候变化的最新认知，持续改进海
洋治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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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缩写对照表
ABNJ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

BBNJ Marine bio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

CCA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适应气候变化

CTI Coral Triangle Initiative 珊瑚大三角区倡议

CTI-CFF Coral Triangle Initiative on Coral Reefs, Fisheries, and Food 
Security

维系珊瑚礁、渔业和粮食安全的珊瑚大三角区
倡议

EBA Ecosystem-based adaptation 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

EBM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 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

EEZ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专属经济区

FAO 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GEF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全球环境基金

ICES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ea 国际海洋勘探理事会

ICM Integrated coastal management 海岸带综合管理

ICZM 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海岸带综合管理

IMO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国际海事组织

IOM Integrated ocean management 海洋综合管理

IOC 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of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SA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国际海底管理局

MPA Marine protected area 海洋保护区

MSP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海洋空间规划

MSY 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 最大持续产量

NEAFC North East Atlantic Fisheries Commission 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

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非政府组织

OSPAR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of 
the North-East Atlantic

《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

PICES The North Pacific Marine Science Organization 北太平洋海洋科学组织

SAMOA SIDS Accelerated Modalities of Action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萨摩亚途径）

SD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可持续发展目标

SIDS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RPOA Regional plan of action 区域行动计划

UNCLOS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UNDP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EP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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